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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讀林毓凱先生的「外遇社會學提問」一文，筆者一方面認為運用社會學想
像力來理解當下社會中的事件，是值得讚許的。但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質疑，這
樣的社會學提問會不會太過粗暴和化約，而遠離對事件的深入理解。因此而為此
文與林君做一對話。 
 
林文試圖以「社會結構條件和誘因」來解釋郭台銘和成龍的「逢場作戲」和
「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並認為如此理解才不會落入對個人、人格和道德問題
的歸咎。林文更試圖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高度社會流動性來幫助我們理解在現
有的社會結構中，「高度專注、從一而終」的情愛關係是難以維繫的，甚至認為
某些時候這種道德論調「反而是現代男女追求幸福快樂的阻礙」。 為了強化自己
的論點，林文更藉助其所就讀學校（倫敦政經學院）前院長紀登斯在「親密關係
的轉變」一書中所主張，現代人之情愛關係是建立在「民主關係」之基礎上的「純
粹關係」，此一命題來正當化自己在結語中的主張，那就是，「解決現代親密關係
中的衝突與緊張，不能只靠法律的束縛與道德的譴責，提高多樣愛情倫理的社會
接受度恐怕才是務實的做法。」 
 
筆者認為林文的論點有不少失焦之處，茲列舉以下幾點以就教於林君。 
 
一、 筆者認為林文混淆了社會實體的「事實性」解釋與社會倫理的「規範
性」基礎之間的關係。亦即林文輕易的將對現代社會的「實然」觀察與道德上的
「應然」劃上了等號。筆者認為林君對「實然」的觀察本身過於簡化和一廂情願。
即便其為真，也不能因此順理成章地推導出，社會道德亦應隨之改變的結論。否
則這個論點就成了結構決定論，如此則作為道德主體的活生生的人，就無須對自
己的行為負責了。更甚者，在社會倫理反映經濟結構的化約命題中，出自獨特生
活經驗和歷史傳統所形成的道德社群和集體意識，也就會被認為是現代人追求幸
福快樂的阻礙了。這個說法預設了現代性具有結構上的共相（即資本主義與純粹
關係），它適用於解釋所有的現代社會。因此，紀登斯這個英國人基於歐美社會
所做的宏觀分析就毫無疑問地被應用到對華人社會的現代性解釋上。但這一點無
法解釋台灣或香港文化中所發展出來之特有的道德觀和對不道德的評價標準。總
之，即便我們接受結構上的「共相」是成立的，但各社會會形成什麼樣的規範性
基礎也不必然要被這個「共相」所決定。 
 
二、 其次，不可否認的，在現代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的共軛關係或平等
原則，和維繫婚姻關係所需的忠誠，確實已成為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默會共識，
這點在當代的華人社會中也已成為一種規範性的共識。在過去的華人社會中，一
夫多妻和男人納妾召妓，曾經不是個法律問題，也不在男人的道德反省中產生不
忠的困擾。但是在今天的法制基礎和社會倫理中，這就成了一個問題。至少到目
前為止，任何違背一夫一妻和夫妻彼此忠誠的行為，都必然會受到社會或個人良
心的譴責。因此，當我們聽到成龍和郭台銘以男性本色和生意人逢場作戲來正當
化自己外遇和不忠的行為時，我們如何可能說這是一種現代性中「多樣愛情倫理」
的表現？筆者反而認為，這兩人的說法不但極不現代，反而是傳統華人文化中大
男人思想的遺毒。試想，在西方社會中，一個社會名流或企業主發生了一夫多妻
或外遇的行為，他們有可能會用這兩個華人的說法來正當化自己的行為嗎？林君
卻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親密關係轉變的結果，這個推論恐怕是張冠李
戴了。對於天下所有正在享齊人之福或外遇的大男人而言，林君的推論倒是不錯
的拖詞。 
 
 
三、 筆者認為，與其訴諸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普遍共相，不如檢省一下當
代華人社會中特有的的情色文化，特別是男性企業主將經濟與情慾結合所發展出
來的一種惡劣的社交邏輯。在這樣的邏輯下，許多男性以金錢來購買女色，從而
以女色來擴大男性企業主之間的網絡，並換取更多的金錢。同時，在這個邏輯下，
許多女性將自己視為商品並成為男性企業主的逞慾的工具，也有許多女性無奈地
忍受先生的不忠和外遇。這如何能說是一種多樣的愛情倫理呢？別忘了，台灣企
業長期以來的情色文化，隨著企業移轉至中國大陸而在當地社會創造出更為物化
女性的性產業。這不但更加強化了傳統華人男性沙文主義的根基，同時更與林君
所謂的現代性親密關係中的「民主關係」背道而馳。其實，筆者認為林文對現代
性中親密關係轉變的結構性條件之分析仍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釋力，但是把它關聯
到對成龍和郭台銘言行的解釋上，顯然是文不對題的。 
